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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学作为考古材料研究的基石，
在旧石器考古领域至关重要。从功能到
形态，再到以操作链概念为基础的技术
类型学，学术发展脉络相当清晰。以功
能命名尽管有明显的研究导向，但因未
经验证且带有主观意愿而被扬弃，更加
客观的形态划分逐渐兴起。静态的形态
学观察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动态的操作
链概念。从关注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到关注石器与工匠的关系，这是研究视
野精细化的证明。本文将从理论起源的
奠基性研究，操作链理念带来的动态视
角变革，到概念型版引发的认知考古学
思考，以及中国石器类型学命名面临的
独特问题几个部分对这一主题进行全
面剖析。

旧石器类型学的理论起源与发展
脉络

François Bordes（弗朗索瓦·博尔
德）于 1961 年首次出版《旧石器时代早
中期的类型学》，厘清了之前混乱的按
功能划分的石器命名，以石器形态为判
断依据，提供了一份针对法国旧石器时
代早中期石器工具类型的清单，被认为
是旧石器时代石器类型学体系建立的
里程碑。受其影响，不同学者针对不同
地 区 的 材 料 进 行 了 分 类 与 命 名 ，如
Mary Leakey（玛丽·利基）针对非洲旧石
器时代早期遗址奥杜威Bed I和Bed II
出土石制品的类型学研究。她关注了遗
址出土的各类石制品，并提出石制品起
源 与 延 续 的 发 展 阶 段 ，因 而 相 对 于
Bordes的体系更加全面，对旧石器时代
早期奥杜威模式的研究有很大影响。

不同于依据形态特点，Glynn Isaac
（格林·艾萨克）对Koobi Fora遗址研究
时从技术角度出发，将石制品分为剥片类（flaked
pieces）、废片类（detached pieces）、打击类（pound⁃
ed pieces）和未经加工类（Unmodified pieces），大
大简化了石制品的多样性。Nicholas Toth（尼科拉
斯·托思）除最终产品外，更关注剥片过程的不同
阶段，提出独具特色的石核石片类型分类法，将石
核依据剥片方向（单向、双向、多向等）分为次一级
的类型单元，将石片依据台面性质和背面保留石
皮程度做进一步分类，该方法在业内产生了深远
影响。

但上述学者的奠基性研究不同程度地受到后
来者的批评和质疑。比如类型划分的主观性、划分
标准的不统一、石器加工者头脑中究竟是否存在
所谓的“概念型版”……就类型学的解释层面而
言，Lewis Binford（路易斯·宾福德）反驳道，石器
工业的不同组合不一定代表不同人群，也可能是
同一人群从事不同功能活动或不同专业化活动的
结果。就类型学的价值而言，有的认为类型学虽然
在建立文化序列方面十分有用，但难以提供关于
遗址功能、人类组织策略以及遗址形成过程等方
面的信息，对于理解人类活动帮助不大。

Bordes 的类型清单（Type-list）是应时代所
需，为了定名的规范和学术话语体系的统一而采
取的一种有效处理手段，从学术史影响的角度看
裨益远大于不足。命名首先应当保证客观性和准
确性，Leakey在定义石器形态类型时加入了主观
的功能性含义，这样的局限性和可能存在的误导
引起了 Isaac的反思，Isaac在构建自己的体系时便
竭力避免类似的问题。但由于 Isaac的简化程度太
大，限制了对石制品剥片方法的理解，使得不同遗
址间石制品的比较过于笼统。Toth的研究将石器
置于人类对环境适应策略的讨论中，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类型学的局限，而真正从动态技术角度革
新石制品认知的是 Leroi-Gourhan（勒儒瓦-古
兰）提出的“操作链”（chaîne opératoire）概念。

操作链视角下的石器类型学

如果说之前的分类系统算作一个“分镜”的
话，操作链就类似一部电影的“长镜头”，是一个
连续动态的过程。更侧重剥片方法研究，根据石
器制作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顺序，包括原料的获
取、加工、利用和废弃等整套流程来重建古人打
制石器的技术与策略。

一般认为，“操作链”概念在理论上包括三个
层面：一是以器物和副产品为对象的基本层面；二
是以行为或技术程序为对象的中间层面，主要指
剥片方法；三是以工匠拥有的专门技术知识为对
象的抽象层面。相比于传统类型学只关注终端成
品，操作链的理念向前迈进很大一步，但具体研究
时难以准确把握各环节的成品，如有的石片已然
是一个操作链的终端，有的石片却属于中间环节。
从理念上来说操作链是一种非线性的，但在传播
和应用的过程中，线性的观念仍然不自觉逸散出
来。废弃可以发生在“操作链”任何一个阶段，成品
也不意味着不会再次修整，甚至有可能完全改变
其制作初衷重新成为“原料”，“圆圈式”“螺旋式”
地参与链条，部分中间产品也可能“角色互换”，摇
身一变成为辅助整个生产过程的制作工具……考
古资料无法对所有复杂情况作出复原。

基于操作链的技术学分析认为石器工业生产
涉及打制者大脑中不同层次的知识，这个知识系
统 包 括 概 念 (Concept)、方 法 (Méthode)、工 艺
(Technique)和操作姿势(Geste)。概念、方法、展现
的工艺和姿势本身浑然一体，贯穿于整个生产过
程中，不断地改变、实践。如若以“概念—方法—工
艺—姿势”每一项对应一个决策，不免过于呆板和
线性。

与操作链概念相类似，Michael Schiffer（迈克
尔·谢弗）等人提出“器物生命史”(artifact life his⁃
tory)，强 调 从 生 产 到 废 弃 的 行 为 链 (behavior
Chain)分析，行为链强调行为序列，更关注人类行
为。George H. Odell（乔治·奥德尔）提出“工具使
用生命周期”(tool use-life)，指出同一石器可能经
历多次功能转型，如从切割工具到研磨器。石器生
命史是较操作链而言更“拟人”化的一种提法，石
器不断削减变化的过程是整个生命周期，在这个周
期中产生的产品、次级产品等，都成为生命历史的

一部分。
操作链以器物生产的具体环节和技

术操作为分析单位，重建石器生命史，为
动态类型学（dynamic typology）的研究
提供了基础，动态类型学借此以器物类
型为分析单位，归纳和总结器物的时空
变化规律、分布范围等。除了微痕分析
外，拼合分析、残留物分析、石器集群分
析、实验考古等手段也被广泛应用于石
器动态类型学的研究中。利用操作链概
念的实践或由于材料不完善，或由于研
究者只停留在概念借用上，常常被诟病
只见操作不见链。

概念型版与旧石器时代早期认知
考古学

操作链理念触及的一个问题是，人
类在制作工具之前头脑中是否已经形成
了一个范本，比如对一件件器物整体形
状或刃缘形状有着特定的预期，即所谓
的“概念型版”（mental template）？美国
考古学家 James Deetz（詹姆斯·迪兹）首
先提出“概念型板”，指存在于工匠大脑
里对一类器物式样的恰当概念，并将之
反映在器物的形制上。Odell也曾发问：
石器类型是史前工具制作者特定概念型
版的结果与反映，还是工具制作、使用、
再加工等一系列复杂过程的终端产品。
有意为之还是偶然产物，这样的思考有
其价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决定了考
古学分辨的类型学是否具有意义，并直
接回应了类型学只见物不见人的局限，
但这样的问题显然不会有直接的肯定或
否定的答案，因此我们使用类型学也可
以单纯从研究需要的角度出发，即“石器
分类是主观的，但许多类型的存在是客
观的。”另外，研究者定义的所谓“概念型

版”，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起点，事实上也应当存在
实践中萌发、修改、完善、调整这样的情况，即观念
的改变有可能并不先于成品的调整。

“概念型版”的探讨不仅关乎石器制作的认知
基础，更触及人类技术行为演化的核心机制。目前
有四种研究早期古人类认知演化的方法；对现代
灵长类动物的分析观察；Piaget（皮亚杰）儿童心理
学的应用；大脑活动成像技术；以及受语言学启发
的等级分析视角。Tetsushi Nonaka（野中哲士）通
过训练现代人掌握原始打制技术后发现：石器形
制的标准化程度并非单纯依赖预设的“心理模
板”，而是技术熟练度、原料特性与功能需求共同
作用的结果。这一发现是对传统认知范式的挑战，
即早期人类的“概念型版”可能并非静态的心理表
征 ，而 是 动 态 的“ 技 术 知 识 体 ”（technological
know-how）。脑成像研究也表明，熟练打制者与
新手在执行剥片动作时的脑区激活模式显著不
同。这暗示旧石器时代的技术传承可能依赖于“具
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机制，即技术知识
通过身体动作而非抽象概念传递。

中国石器类型学命名及争议

当前国际学界通用的旧石器技术概念谱系
（如勒瓦娄哇技术、阿舍利技术等）根植于欧洲旧
石器文化序列的认知框架，技术类型学的术语已
不仅是类型学层面的分类标签，更隐含着对特定
技术传播路径、认知发展水平乃至文化演化阶段
的系统性假设。在此背景下，中国旧石器材料的
研究便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沿用既有术语时
必须回应对比性阐释的学术压力；另一方面，在
探讨技术起源问题时，学界往往陷入传播论与独
立演化论的二元对立——为论证“非西方传播”
而进行的解构性论述，反而可能弱化对中国本土
技术传统主体性的建构。

从学术史维度考察，既有术语体系的延续确
有其内在合理性：它不仅代表学科知识的历时性
积累发展，更重要的是国际学术对话的基石。然而
当这些术语被直接套用于中国考古材料的阐释
时，其隐含的技术演化逻辑与中国旧石器文化时
空格局之间往往产生认知错位。例如国内的“似
阿舍利”两面器组合概念，若简单沿用“阿舍利技
术”的命名，既可能消解该区域技术演进的本土
特性，又容易引发关于文化传播方向的无谓争论。
在教学与传播过程中，术语必然触发其原生语境
的知识关联，这使得研究者必须反复解释中西材
料在技术表现、年代序列及文化背景层面的实质
性差异。

针对这一结构性矛盾，周玉端、李英华提出的
技术特征描述优先原则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其核心在于构建去语境化的技术分析框架：采用

“含两面器的石器工业”等中性表述替代“阿舍利
工业”这类具有文化指向性的术语，通过技术要素
的客观描述来建立独立于地域文化叙事的分析体
系。在实践层面，可采取渐进式改良路径：在保持
国际对话基础的同时，通过建立区域技术特征描
述体系，逐步形成既能容纳全球视野、又能凸显本
土主体性的双重术语系统。

结语

旧石器类型学从最初简单的分类尝试，逐步
演变为涵盖多学科知识、探索人类早期行为与认
知的研究领域。早期学者的开创性工作为类型学
奠定了坚实基础，使旧石器考古研究走向系统化、
规范化。操作链理念的出现带来了全新视角，将石
器制作视为连续动态过程进行综合分析，极大拓
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概念型版”的讨论则将
研究引入认知考古学范畴，为理解人类早期思维
模式提供了新方向。总体而言，如今，学界对类型
学概念、方法的讨论相比 20世纪有所减少，类型
学的式微表明研究方向的转向，说明学科发展已
不满足于仅仅对石器进行分类归入清单的描述性
工作。将类型学优势发挥到极致之后，类型学的弊
端也被逐渐揭示、修改、发展，进而引导着人们向
文化关系、族群、适应策略、季节性特征等研究领
域拓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铜带钩的起源问题历来广受学者关注，主
要的观点有“良渚说”“中原说”“游牧说”“并行
说”。其中“并行说”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认可，该
观点根据军都山玉皇庙墓地出土的春秋早期
青铜带钩，认为制作工艺之成熟，时代之早，促
使重新思考带钩的起源和制作地，并推测中原
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带钩是并行发生的。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晋国区域内的铜带钩虽然在总
体上符合“并行”的大背景，但其具体形制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了北方戎狄部族的影响。这一现
象与晋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民族政策密不
可分。

晋国与戎狄的互动模式

春秋时期，山西境内封国林立，晋国与戎
狄部族比邻而居。周天子封唐叔虞时，就定下
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左传》
昭公十五年载籍谈对周王之言“晋居深山中，
戎狄与之邻”。亦反映出晋国与戎狄交错而居
的地理格局。在彼此相邻的情况下，往往会产
生经济、文化和技术上的融合。二者之间主要
通过战争、议和、联姻等方式，不断加深物质与
文化的交流。

关于战争，《左传》多次记载了晋国和戎狄
之间的冲突。桓公二年载：“晋穆侯之夫人以条
之役生太子，名曰仇”。“条”是一支戎狄部族的称
号，亦可称为“条戎”，此次伐条之役以失败告终，
故所生太子取名“仇”，寓有复仇之意。庄公二十
八年载，“晋献公使夷吾居屈，以御北部戎狄之
犯”，可见防御戎狄入侵是晋国的一大要事。昭公
元年又载：“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

“大原”应该就是指今“太原”，这些记载表明，
春秋时期晋国与戎狄之间的战争时有发生，且
晋国作为春秋大国，对戎狄的作战亦互有胜
负，足见戎狄实力强劲。

晋国对戎狄部族采取的手段，不限于战
争，议和与联姻也是重要策略。《左传》襄公四
年载：“无终部族派遣使臣来晋求和，纳虎豹之
皮，以求和诸戎”。这说明，戎狄在处理对晋关
系时，亦主动采取议和的措施，并送予虎豹之
皮等物产。联姻方面，《史记 ·晋世家》：“重耳
遂奔狄。狄，其母国也”。由此可知，晋文公之母
乃为狄国之女，故而晋国和戎狄是存在明确的
联姻关系，这成为双方加强联系的重要纽带。

无论是战争、议和还是联姻，都在不断交
流的过程中，促进了经济、文化和技术上的融
合。带钩也在交流的过程中向晋国乃至中原地
区流入。

考古实证：从“戎狄”到“晋系”的形制演变

2022年山西闻喜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
M5就出土了一件琵琶形铜带钩，平面为琵琶
形，正面中间平顶，两侧减薄，背面平整，有一
短柄圆钮，钩体后段横截面呈盝顶形，前段呈
圆角方形，钩首回折弯曲减细。钩体正面铸变
形蝉纹。钩首铸龙首，圆眼。圆纽，面铸涡纹。长
5.3厘米、器身最宽1.6厘米、圆钮直径1.6厘米
（图1）。时代为春秋晚期晚段到春秋战国，墓主
为一位下大夫。而在山西原平刘庄塔岗梁东周
墓第二次清理简报中同样有 2 件相似的铜带

钩，该带钩体呈琵琶形，钩首作鸭
头，嵌金花纹。背饰嵌金蝉纹，圆
形纽饰金涡纹。大者残为两截，长
8厘米、宽1.8厘米、纽径1.7厘米；
小者长 5.3厘米、宽 1.6厘米、纽径
1.7厘米（图1）。时代为春秋晚期，
属戎狄文化。通过对这三件铜带
钩进行对比可知，都为琵琶形，背
为蝉纹，纽饰涡纹。从时代上看，
原平刘庄塔岗梁东周墓为春秋晚
期，而闻喜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
群 M5 为春秋晚期晚段至战国早
期。从地域上看，原平刘庄塔岗梁
东周墓属于晋北地区的戎狄部族
区域，闻喜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
群M5则属于晋国的核心地带，故
应是来自晋北的戎狄文化铜带钩
影响了邱家庄墓群M5的铜带钩。
原平刘庄塔岗梁东周墓出土的带
钩具有鲜明的戎狄文化特征，而
闻喜邱家庄墓群 M5 出土的带钩
虽然保留了“琵琶形”和“蝉纹”

“涡纹”等基本元素，但钩首已演
变为中原常见的“龙首”形象，且墓
主为一位下大夫。这有力地证明了
晋北戎狄文化的铜带钩影响了晋
国核心区域的带钩形制，并在流传
过程中发生了本土化的改造。

除此之外，部落迁徙也是促
进铜带钩在晋国区域流传的一个
重要途径。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
就是无终国的西迁，《国语·鲁语》
云：“无终，山戎之国。”春秋早期，
山戎被齐桓公所伐，遂西徙至山
西北部的云中、代郡一带，与北戎
合。而军都山玉皇庙山戎墓地出
土青铜带钩 50件，部分带钩的年
代最早可至春秋早期，这为铜带
钩在晋国区域的流传提供了线
索。从表 1可以看出，春秋中期晚
段至春秋晚期，在晋国区域流行
的兽面形、水禽形、匙形铜带钩，
都能在玉皇庙、龙庆峡别墅工程、
93梨树沟门山戎墓地等文化类型
中找到来源。且这批铜带钩造型
精巧，并非处于萌芽阶段，故推测
部分冀北地区的铜带钩传入晋国
区域以后，晋人对其进行二次加
工，融合了当地比较喜闻乐见的
纹饰，所以晋系铜带钩既有冀北戎狄文化因
素，又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

从表 2 的随葬品组合来看，仅临猗程村
M0003出土铜带钩随葬青铜礼器与车马器，说
明该墓主人身份较高，可能为低级贵族。其余
如侯马牛村、临汾神刘村、侯马上马，仅见陶器
或无随葬品，表明墓主人身份较低，多为平民
或下层贵族。据此可以推测，铜带钩在传入晋
国之初，并未立即进入高级贵族的礼器体系，
而是先在平民与下层贵族之间流行。这与带钩
作为实用服饰具有的功能属性相符，也说明其
传播更多依赖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接触，而非
自上而下的推行。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晋国铜带钩的出现，
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碰撞、融合的
缩影。在“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国策下，通过
战争、联姻与部落迁徙，冀北山戎的带钩器型
逐渐流入晋国。从原平刘庄塔岗梁的“鸭首”到
闻喜邱家庄的“龙首”，清晰展现了铜带钩经历

“戎狄传入—晋人二次加工”的本土化演变轨
迹。其在晋国先兴于平民后及于贵族的传播路
径，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器物最初是依托日常实
用属性。总之，铜带钩的流入，不仅见证了物质
文化的互动，更折射出晋文化兼容并蓄，又独
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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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1 年 3 月“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
研究”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
目以来，历经五年系统性工作。项目通过对
重要遗址的调查、发掘与多学科综合研究，
在巴蜀文明进程、动力机制及其对中华文明
的贡献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认识。

巴蜀文明进程的新认识

新石器时代晚期，川渝地区已出现了多
个文明生长点。成都平原以宝墩文化为代
表，出现了宝墩、郫县、登云等史前城址
群，并逐渐形成了“城址—中心聚落—一般
村落”三级聚落结构，社会分层初现。峡江
及川东地区受山地环境限制，聚落规模较
小，但以中坝遗址为代表的制盐遗存，揭
示了其通过控制关键资源启动社会复杂化
的独特路径。两地均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
平等社会向分层社会的过渡，奠定了巴蜀
文明起源的基础。

夏商时期，巴蜀文明进入鼎盛期，神权
政治成为其突出特征。蜀地以三星堆遗址为
代表，建立了面积约36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都
邑，出土大量祭祀器物，形成体系化的神权
象征系统。与此同时，代表早期巴文化的汉
水上游 “城固—洋县”地区，出土一批祭祀
礼仪用器和兵器，表明早期巴国是一个“神
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政体。这一时期，巴
蜀两地虽地理环境迥异，但均通过垄断祭祀
权力和神圣资源 （玉器、铜器、盐、丹砂
等）来构建政治合法性。

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是巴蜀文明的转型
关键期。受楚文化和中原礼乐制度的影响，
两地均经历了从神权向王权的变革。蜀地表
现为金沙遗址、青白江双元村等墓地中青铜
兵器比例的激增和礼器组合的中原化，最终
以商业街船棺葬、新都马家大墓确立了成熟

的王权国家形态。巴地则在秦、楚的挤压
下，政治中心从汉中南移至峡江和川东，形
成以云阳李家坝、宣汉罗家坝等为代表的墓
地，社会控制方式从依赖宗教权威转向依赖
军事贵族和资源贸易网络。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秦汉帝国通过
郡县制、移民实边、修筑道路等措施，将巴
蜀纳入大一统治理体系。蜀地较快接受华夏
文化，巴地则通过“郡县+羁縻”政策逐步
华夏化。至此，巴蜀文明完成了从区域性神
权古国向秦汉帝国地方行政体系的华丽转
身，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巴蜀文明发展的动力机制

巴蜀文明的发展受环境与资源禀赋的深
刻影响。蜀地依托成都平原的稻作农业，为
人口集聚、城市兴起和复杂社会的形成提供
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巴地则依靠丰富的盐、
丹砂等资源及长江水道贸易，形成混合经济
形态。两者构成“平原农业”与“山地资源
贸易”互补的区域经济形态。

权力结构呈现出“神权先行，王权后
至”的特征。在三星堆—宝山文化时期，宗
教祭祀是凝聚族群、构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
手段。随着外部压力 （周、楚、秦） 增大和
内部社会矛盾复杂化，宗教权威难以应对现
实挑战。西周以后，军事权力和世俗行政体
系逐渐取代神权成为主导，考古上表现为墓
葬中兵器和实用器取代宗教用器。

川渝地区是连接中原、西南、江汉的
枢纽。外部文明的冲击是巴蜀文明演进的
重要催化剂。商周鼎革导致早期巴蜀文明
的衰落；楚人西进推进了巴蜀社会从神权
向王权的转型；而秦人东来的军事征服将
巴蜀纳入更广阔的文明体系，促使其完成
了最后的华夏化蜕变。巴蜀文明正是在与

周边文化的碰撞、吸收与再创造中，保持
了活力与韧性。

巴蜀文明对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

三星堆—金沙遗址的祭祀体系，展现了
与中原早期王权国家不同的文明发展路径，
丰富了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与宗教权力的
认知。为中华文明提供了神权国家的完整考
古样本。

巴蜀地区是长江上游的文明策源地。蜀
地发达的稻作农业和城市文明，巴地规模化
的盐业生产和长江水道贸易，共同构建了一
个区域性的经济网络，既是后世“天府之
国”的经济基础，又是连接西南夷、关中、
江汉平原的文明传播通道。

秦灭巴蜀后，对蜀地迅速推行郡县制，
而对巴地则长期采取“郡县与羁縻并存”的
灵活政策。这种因地制宜的治理模式，成功
地将一个文化迥异的区域平稳纳入帝国版
图，为后世历代王朝治理西南边疆、处理民
族关系提供了历史经验与治理范式，是中华
文明“因俗而治”政治智慧的早期实践。

结语

五年来，项目通过对三星堆、梧桐土、
城坝等遗址的发掘与多学科研究，使巴蜀文
明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宗教信仰等图景
更为清晰。研究表明，巴蜀文明是自成体
系、特色鲜明的区域文明，其从多元并起到
融入一体的历程，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宏大格局，是
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研
究将继续深入，为理解中华文明早期发展提
供关键的区域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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